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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先秦时期的彩陶、青铜器等器物上，有一些表现人物舞

蹈活动的题材。就目前发现来看，依据功能进行分类，其舞蹈图案主要有巫术

仪式舞蹈、图腾崇拜舞蹈、宴饮娱乐舞蹈三类，其中前两类主要见于史前时期的

彩陶装饰图案中：马家窑时期的“二人抬物”舞蹈和组群舞蹈图案，反映的是巫

术仪式舞蹈活动的场面，具有较强的功利性；而人形蛙纹舞蹈，可能是马家窑人

在舞蹈活动过程中的装扮形象，是对当时蛙图腾崇拜活动的形象记录。宴饮娱

乐舞蹈主要见于东周青铜器的画像故事纹中，其图案结构严谨，人物形象多变，

服装华美，乐器较多，构图上更加丰富，相比图腾舞蹈、巫术舞蹈多了些柔美和

华丽，舞蹈更注重其娱乐功能。这种舞蹈功能的变化，反映了人类从模仿动物

祈求神祗护佑到自我娱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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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展示了我国传统

文化艺术的发展状况，如先秦时期彩陶、青铜器

上的舞蹈图案，反映了我国早期舞蹈活动的发

展过程。而这些图案在发现之初就引起了一些

学者的关注，对其进行了个案研究，但对其反映

出的舞蹈艺术发展的过程至今尚未见纵深研

究，尤其是其所折射出的舞蹈功能的变化，尚未

引起注意。鉴于此，本文拟以考古发现的舞蹈

图案为例，对我国先秦时期舞蹈艺术的发展过

程进行研究，权作抛砖引玉。

就目前的发现看，先秦时期的舞蹈图案主

要有三类，分别是巫术仪式舞蹈、图腾崇拜舞

蹈、宴饮娱乐舞蹈。现分述如下。

　　一、巫术仪式舞蹈

在原始宗教、巫术仪式活动中，舞蹈是其重

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舞通神”是其重

要的环节和其重要作用所在，它常使信徒和舞

者进入颠狂状态，客观上也使舞蹈艺术得到了

不断的发展。马家窑文化时期可能已经产生了

具有巫术仪式功能的乐舞。

１９９５年，在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

Ｍ１９２出土了“二人抬物”彩陶盆［１］，通高１１．３

ｃｍ，口径２４．５ｃｍ，底径９．８ｃｍ，细泥制作，唇外

侈，略鼓腹，腹部两侧有对称的小钮，盆内外均

为黑彩，内壁绘有四组对称的二人抬物图形和

横竖线，人物相向而立，身微前倾，双臂前伸，共

抬一圆形物，人物与横线之间用竖线隔开，下面

是平行纹，盆口沿饰三角纹和斜线条纹，盆外彩

绘有平行带纹和单钩纹（见图１）。

对于这种“二人抬物”纹饰的内涵，学者们

发表了不同意见。汤惠生［２］认为这是一幅极为

珍贵的有关原始公礼的形象描绘，整幅图案所

描绘的乃是“公”的祭礼［３］，多人共同从事祭

祀，乃是一种“公”的象征记录［４］。霍福［５］从劳

动的形式和劳动的内容两方面进行解读，认为

“二人抬物”图案是我国最早表现古人夯筑墙

体的劳动场面。李锦山［６］则提出该纹饰展现的

是原始播种祭祀场景，认为二人所抬球状物应

当视为谷粒，但现实生活中绝无如此硕大的种

籽，它只是祈殖巫术中使用的模拟性道具，具有

象征意义。刘铮［７］则认为“二人抬物”纹样体

现了取水归来的生活场景，是当时社会生活场

景的一个精彩瞬间，是叙事型绘画风格的一个

典型代表。邵明杰［８］认为该纹样似为在行祭祀

仪礼之乐舞或驱鬼逐疫之乐舞。

我们认为，“二人抬物”纹样应该是祭祀舞

蹈的形象反映，可能是对羌人祖先在进行巫术

活动时所跳羊皮鼓舞的形象描绘。宗日遗址有

两处祭祀遗迹，一处是墓上祭祀，一处是祭祀

坑，这说明当时已经存在祭祀活动。据《后汉

书》《新唐书》记载，河（黄河）、涅（涅水）、挑

（挑水）、崛（眠江上游）之间是古代西羌散居之

地。俞伟超［９］认为，马家窑、庙底沟、半山、马厂

类型和齐家文化，可能是发展较早的一些羌人

文化的前驱。因此，这种图案可能描绘的是羌

族先人的巫术活动。如今的羌族仍保留着最隆

重的民族祭祀节日———祭山会和羌年节，分别于

春秋两季举行。春季祈祷风调雨顺，秋后则答谢

天神赐予的五谷丰登。在祭祀活动中，跳羊皮鼓

舞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羊皮鼓严格说来原本

不是常人跳舞所击之物，其最重要的功用在于它

非释比莫属，是羌民社会中释比在击鼓跳舞以

请神驱祟仪式中使用的具有神圣性的法器［１０］。

传说放羊娃偷走天书后，在放羊途中劳累睡着

了，醒来时，所有的天书都被一只头羊吃进了肚

里，正着急时，树上的金丝猴对他说：“羊子吃掉

了你的经书，你快杀掉山羊，用山羊皮制成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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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的时候，敲起羊皮鼓，经文就会脱口而出。”

此法果然灵验，从此以后，释比们举行相关巫术

仪式时就大跳羊皮鼓舞［１１］。

羌民在祭山会、羌年节等祭祀活动中，经常

要跳羊皮鼓舞 （见图２ａ）），有单人舞、双人对舞

和群舞（６－８人组成一个舞队）等形式。对单人

羊皮鼓场景的剪影处理后可看出（见图２ｂ）），其

是一个人双手捧一圆形物的造型。图２ｃ）是三

组双人羊皮鼓舞，对其中两组进行剪影处理后，

比较清楚的是左边一组（见图２ｄ）），这组剪影看

到的是两个弯腰抬着圆形物的人，看起来就是两

个人在搬着一件圆形物体，与宗日遗址“双人抬

物”极为一致，而且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发现有

陶鼓等遗物［１２］。由此可见，“二人抬物”图案可

能就是对羌人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所跳羊皮鼓舞

的描绘。根据马家窑时期陶鼓与祭祀活动出现

的事实，我们认为祭祀活动的舞蹈也已经出现。

但由于绘画角度或是先民的绘画技法有限

的原因，“二人抬物”图将两个跳羊皮鼓的小人

的鼓重叠绘制，或是当时的羊皮鼓稀缺，两个人

同时击打一个羊皮鼓。“二人抬物”图的小人下

方有五道水平横线，最上方一道代表地面，其下

四道代表水波纹；在每组舞蹈的小人左右两边各

有一组竖线，可能是近处树木的简化，竖线中间

的短横线整齐划一，可能代表道路。整个图案，

可能表示宗祀之日人们来到湖边的森林中，为举

行某种巫术仪式而欢快地跳着羊皮鼓舞。

马家窑文化还出土了两件舞蹈纹彩陶盆，

其中一件是１９７３年秋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

孙家寨墓地（编号为 Ｍ３８４）的彩陶盆［１３］，口径

２９ｃｍ、腹径２８ｃｍ、底径１０ｃｍ、高１４ｃｍ，器形

图１　马家窑时期彩陶盆

较大，敛口、卷唇、鼓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唇

与内外壁均有彩。其主题纹饰为舞蹈纹，五人

一组，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

发辫，摆向划一，每组外侧两人的一臂为两道（见

图３ａ）），似反映空着的两臂舞蹈动作较大而频

繁之意。另一件是１９９４年出土于青海同德县宗

日遗址（编号为 Ｍｌ５７）的彩陶盆［１４］，口径２６．４

ｃｍ、腹径２６ｃｍ、底径５．２ｃｍ、高１２．３ｃｍ，折沿，

微敛口，平底。在橙红色泥胎上用黑彩描绘出

精美的图案，上腹彩绘三线钮结纹，口沿绘斜线

与三角纹，盆内彩绘两组舞蹈人像，分别为１１

人和１３人，中以圆点弧线间隔（见图３ｃ））。

这两件彩陶盆舞蹈纹的展开图（图 ３ｂ）、

３ｄ））大致相似，以下简称“大通盆”和“同德盆”。

两组舞蹈纹的图案颜色较深且能清楚地分辨出

人物的动态。两组小人舞群都在水平四圈平行

带纹和一圈较粗的平行带纹中。可以看到，两组

平行带纹的绘制并不均匀，最上端一圈明显粗一

些。小人头顶上的一圈平行带纹也较粗，上下两

条较粗的平行带纹除有装饰的作用外，还被赋予

了“天”和“地”的含义，表示人类活动在天地间。

我们认为下面三圈带纹象征着水波，此陶盆若盛

图２　羌民跳羊皮鼓舞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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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四圈平行带纹最上端一圈的位置，可以隐

约看到其他三圈带纹如同水波一般，舞群似在池

边跳舞，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趣。［１５］

此外，每组舞蹈图案两边各有相对弧线纹

若干条，其为装饰纹样，线条流畅，间隔相等。

在每两组相向的弧线纹之间有一条斜行的柳叶

形宽带纹，大通盆有３组，同德盆有２组，后者

在柳叶形宽带纹上下各有一个圆形纹。笔者推

测，舞者两边的弧线纹可能为河边的树干或者

垂柳的枝条，为了突出舞蹈的优美，河边的树干

绘成弯曲的弧线，与人物的手臂弧线相呼应，较

好地衬托舞蹈之美［１５］。

大通盆上的舞蹈图案为每组五人手牵手

状，面向一致，小人头上有类似于发辫的装饰，

都偏向一侧，每组靠近外侧的两个舞蹈小人的

外臂上均由两条短线组成，像是模仿舞蹈动态

幅度之意［１６］。每组小人都以一足支撑重心，另

一足做起势或落势的舞蹈动作，小人下体有三

道，接地面的两竖道为两腿，下腹体侧有一斜

道。李泽厚［１７］则从古史文献记载与舞蹈纹中

人物的装饰上推测，孙家寨彩陶的舞蹈纹表现

的是一种巫术活动，具有严肃的巫术作用，舞蹈

纹中的人物臀部的斜出之物为操牛尾，头部的

装饰是干戚羽旄。我们认为，舞群大腿根部斜

道是先民模仿西王母的一种祭祀活动，手拉手

的五位女性在柳条垂落的小河边跳着祭祀的舞

蹈。彩陶盆上的舞蹈图案是古代人们在祈求神

图３　马家窑时期手拉手舞蹈纹盆

的庇佑活动时的一种记录［１５］。彩陶盆上的整

个舞蹈画面，人物突出，用实线条表现，重在写

实，描绘了先民们在劳动之暇，在大树下、小湖

边，手拉手集体跳舞祈求神庇佑的情景。

同德盆上的舞蹈图案为一组 １１人、一组

１３人，手牵手欢快地跳舞，她们的舞姿较为随

意，节奏并不一致，应该是重仪式、轻韵律的一

种反映。关于小人腹部的形状，我们认为可能

是妇女所穿的宽大裙子或是怀孕妇女大肚之形

（怀孕妇女祈福求子）。有学者认为，这些舞者

手臂相连，应该是在表演一种连臂舞，而这种舞

蹈与生殖巫术有密切关系［１８］。我们认为，这种

舞蹈可能是穿着短裙的同德美丽的少女们为祈

求神祗护佑所跳的一种巫术舞蹈，其舞蹈的目

的和大通舞蹈一样。

由此可见，张家窑时期彩陶盆上的“二人

抬物”舞蹈和组群舞蹈图案可能反映的是巫术

仪式舞蹈活动的场面，具有较强的功利性。

　　二、图腾崇拜舞蹈

图腾崇拜是早期人类表达信仰的一种主要

形式，在我国史前时期的彩陶装饰中极为常见，

其中有的舞蹈图案可能就是图腾崇拜的反映，而

这些图案可能是对一些动物动作的模仿。俄国

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曾提出：“有时候舞蹈不过是

对动物动作的简单模仿。”［１９］但这种模仿，反映

的可能是人类的动物崇拜习俗，如马家窑文化发

现的蛙形舞蹈纹，应该就是图腾崇拜的典型反映。

１９７７年在甘肃兰州土谷台先后发掘了８４

座墓葬［２０］，其中，Ｍ３１是一名成年女性和一名

儿童的合葬墓，出土了一件泥质红陶变体人形

鸭形壶（见图４ａ）），绘有无头变形蛙纹和有头

变形蛙纹各一个；Ｍ５３为一名儿童墓葬，出土了

变体人形无耳盆一件，盆内饰两个变形蛙纹，头

呈圆形，内填双格线菱形网格，口沿饰交错的锯

齿纹（见图４ｂ））；Ｍ１８为一名成年男性和一名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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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女性的合葬墓，出土了一件双耳壶，肩饰四个

有头变形蛙纹（见图４ｃ））；Ｍ８４为一名成年男性

和四名儿童的合葬墓，出土了一件变形蛙纹无耳

盆，盆内饰有一个大头蛙纹，内填棋盘网格，前腿

前端有４个分爪，沿外有垂弧纹（见图４ｄ））。

用蛙纹作装饰，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彩

陶中就已经出现，但都比较具象。这种风格一

直延续到马家窑类型彩陶，而在半山类型以后

的彩陶中很少发现有写实的蛙纹（见表１）。这

几件器物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

的彩陶。从以上图案看，半山类型以后蛙形纹

开始简化，更加几何化、抽象化，表现的是似人

似蛙的手舞足蹈状。这种变形的蛙纹是先民把

蛙神话成人还是把人妆扮成蛙神？我们认为，

这种舞蹈行为的图像应该是图腾崇拜乐舞的反

映。在原始宗教中，先民们把与自己氏族密切

联系的动物或植物作为自己氏族的族徽或图腾

标志，把其奉为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在图腾

崇拜的仪式中，人们用舞蹈的方式颂扬祖先和

神的功绩，以求神的庇，这是人类社会早期常

见的一种娱神媚神的活动。

图腾舞蹈是人模仿、装扮成图腾动物形象

的一种活动。覃守达［２２］认为，模拟图腾的形

象，是为了更好地接近图腾，得到图腾的帮助与

庇护，如塔吉克族人舞蹈作鹰飞行状以及朝鲜

族的鹤舞、龙舞、狮舞等。在我国广西，壮族还

保留着蚂拐（青蛙）节的习俗，传说他们认为掌

管风雨的是青蛙女神，因此在每年春节到来之

时，村寨都会举行一次隆重热烈的蚂拐节歌会，

敲锣打鼓，跳蚂拐舞，唱蚂拐歌，共庆丰收，祈求

来年风调雨顺（见图５）。

笔者推测，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马家窑时

期的先民总结出：听到青蛙叫声后就会有雷神

打雷，随后便会下雨。因此他们可能认为蛙是

雨神，遇到大旱天气，先民们模仿青蛙跳舞并模

仿青蛙的叫声，这样雷神听到后就会下雨，保佑

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遇到大水泛滥成灾，

先民们也会模仿青蛙跳舞祈福，表明自己是蛙

的后代，洪水不应对自己造成伤害等。近年来，

也有学者认为青蛙有繁殖力强的含义［２３］，因此

跳蛙舞祈福也可能含有希冀后代繁衍旺盛的生

殖崇拜理念。

李智信［２４］曾经提到，人纹的产生应该是人

们渴望反映自己并长期地探索其表现形式的结

图４　半山、马厂时期变形蛙纹彩陶盆

表１　彩陶蛙纹从半坡类型到马厂类型的变化［２１］

纹样 半坡类型 庙底沟类型 马家窑类型 半山类型 马厂类型

蛙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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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壮族青蛙节蛙舞场面

果。总之，这种人形蛙纹，可能是马家窑人在舞

蹈活动过程中的装扮形象，之所以把这类舞蹈

场景绘制在彩陶上，应该是对当时蛙图腾崇拜

活动的形象记录。

　　三、宴饮娱乐舞蹈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

出现了把人的生活描绘在青铜器画像中的纹

样———画像故事纹题材［２５］，其中表现较为突出

的就是贵族宴饮娱乐舞蹈。青铜器上镶嵌或刻

画的宴饮娱乐舞蹈纹，主要见于镇江谏壁王家

山东周墓、淮阴高庄战国墓、成都百花潭中学

Ｍ１０、河南辉县琉璃阁 Ｍ１、陕西凤翔王寺等墓

葬出土的青铜器上。

１９６５年，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现战国

宴乐铜壶［２６］，通高４０ｃｍ，口径１３．４ｃｍ，腹径

２６．５ｃｍ，足高２ｃｍ，小口、长颈、斜肩、深腹、平

底、圈足，肩上有兽面衔环，有盖，盖面微拱，上

有三鸭形钮，纹饰以铅类矿物镶嵌而成，其中壶

的上腹部饰以舞蹈纹、弋射等图像（见图６ａ））。

１９７７年，陕西凤翔王寺出土的一件战国初

期的镶嵌射宴壶［２７］，通高４０ｃｍ，口径１０．８ｃｍ，

腹径２３ｃｍ，足高３．４ｃｍ，小口、长颈、斜肩、深

腹、平底、固足，肩有兽面衔环一对，造型与百花

潭宴乐铜壶一样，壶身以带状斜角云雷纹将壶

身隔为四层，每层用金属片嵌出各种图案（见

图６ｂ））。

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一定社会生活情景的

写实性纹饰，开始出现在青铜器装饰中，狞厉的

美逐渐为清新的艺术风尚所取代，其中，宴饮、

乐舞等写实性纹样表现的是那些突破了礼制限

制的权力新贵们尽情享受快乐的情景。此时的

舞蹈，其娱乐功能加强了，更加轻盈、飘逸、柔

媚。已经发现的青铜器物纹饰大致都制作为上

下层的环带状布局与构图，但又因各类器物存

在着造型差别而各有不同［２８］。

成都百花潭宴乐铜壶展开图（见图６ｃ））有

多层装饰，其舞蹈图像位于第二层。这一层图

案可分左右两组，其中，左面一组表现的是宴

乐、武舞图象，人物都佩戴有帻；左部上层为宴

饮，下为奏乐，分别有击钟、击磐、吹笙、打鼓和

丁宁等。再向右，有七人，四人面向左边站立，

着长裳，佩剑，分成两行，右手前伸，微向上曲，

左手持矛，矛柄饰带三条，作舞蹈的姿态，似即

《礼记·乐记》所说的“干戚之舞”，也就是武

舞。这一武舞造型，可能取材于本地固有之

“巴渝舞”［２７］。

凤翔王寺镶嵌射宴壶展开图（见图６ｄ）），是

上、中、下三层的带状布局与构图，其中第三层镶

嵌宴饮、乐舞图三幅，是一幅表现战国时代贵族

生活的风俗画。室内左起第一人，即主人，面朝

右跪坐在高台之上，头戴冠，腰佩短剑，右手扶在

一盛器上，左手伸向前方似接物状，头上方悬挂

一张弓。主人的前方有面向左边为他进食和献

艺的奴仆七人。其中，第一名侍者高举觯递给

主人，在他的前方放置两觚；第二名侍者两手持

·１０１·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２月　第２０卷第１期

图６　青铜器上的乐舞

觯，第三、四人双手下垂作舞蹈状；第五名侍者站

立于另一室，左手执觯，右手执一似勺状物，面前

有两釜置于架上，其后为两舞人。显然这三人和

建筑又是一套模板，与左边画面拼装在一起，是

为烘托新兴地主阶级享受生活的宏大场面。在

这组图像的最下端嵌错有 、鼎与鱼，它们与室

内的饮宴舞蹈活动有着内在的联系［２９］，这表明

这种舞蹈是为宴饮活动助兴娱乐的。

从上述两组铜器刻纹所刻画的场面看，其

舞蹈形式应该是古代贵族宴饮时进行的舞乐助

兴表演，其图案结构严谨，人物形象多变，服装

华美，乐器较多，构图更加丰富，相比图腾舞蹈、

巫术舞蹈多了些柔美和华丽之感，相比巫术舞

蹈，其是在室内进行，而且常与宴饮结合，观赏

者在欣赏舞蹈、赏心悦目的同时，也展现出自己

作为贵族尽情享乐的情景。这表明，春秋战国

时期的舞蹈更注重的可能是其娱乐功能。

　　四、结语

从马家窑时期彩陶上的图腾舞蹈、巫术舞

蹈，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娱乐舞蹈，形象

地反映了我国传统舞蹈艺术的发展过程，也折射

出我国早期社会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审美观

念等的发展变化过程。从图腾崇拜乐舞到巫术

仪式乐舞再到娱乐舞蹈，也反映出我国早期舞蹈

的变化，是从人类模仿动物以求神祗护佑再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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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娱乐的一个过程。随着人类的思想进步及时

代的发展，舞蹈的种类也不再单一，包容性与创

造性增强，习俗、宗教、祭祀、舞蹈、娱乐等内容作

为素材都逐渐进入了生活舞蹈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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